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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人口素质提升
Adjustment of Birth Policies，Optimization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Enhancement of Population Quality
管 振
GUAN Zhen

［摘 要］厘清不同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对于优化中国生育政策和推动人口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文章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生育政策特征，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现实参数，
系统分析了自主生育、限制 ( 计划) 生育和鼓励生育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一，以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率刻画的计划生育政策显著降低了生育率和提升了人力资本增长

率，也解释了中国近代人口从快速增长期进入红利期再进入老龄化期的变动。第二，在计划生育政策
实施期间，中国经历了养育成本、子女质量重视程度以及公共教育投入强度的提升，导致放松计划生
育后，生育率没有出现明显提升。第三，以生育补贴门槛和生育补贴率刻画的鼓励生育政策能够提升
生育率，但会降低人力资本增长率; 而通过与公共教育政策的协调实施，可以在提升生育率的同时促

进人力资本增长率提升。在中国当前的现实背景下，若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中国人口将从老龄
化期进入抚养负担重期再进入均衡发展期。文章扩展了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分析视角，同时也为政
府调整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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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timizing China’ s birth policies and promoting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necessitat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different birth measures.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is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y constructing a unified theoretical model informed by China’s unique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evolving birth policy landscape. By incorporating real-world data，we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s of voluntary birth，birth limitation ( family planning) ，and birth encouragement policies o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human capital quality. Our findings reveal: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effectively
reduced birth rates while fostering human capital growth，explaining China’s transition from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to a demographic dividend period followed by an aging population. However，despite policy relaxation，
rising child-rearing costs，increased emphasis on child quality，and intensified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contributed to the lack of a substantial birth rate increase. Birth encouragement policies can raise birth rates
but might decrease human capital growth. To achieve simultaneous increases in both birth rates and human
capital，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with public education policies is crucial. In China’ s current context，
raising birth rates to replacement levels would transition the population from aging to a phase with a heavier
caregiving burden，ultimately leading to balance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and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conomic impact of birth policies，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government adjustments to publ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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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发展是受内在规律和生育政策影响的复杂过

程。中国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生育政策，以推动
解决不同阶段面临的人口发展问题。20 世纪 70 年
代，为了应对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

战，中国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不仅在短期内
显著降低了生育率和少儿人口比重，还提高了成年人

口比重，推动中国出现了人口数量红利。正如 《中
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2—2010 年间，中国 14
岁以下人口比重从 33. 6%降至 16. 6%，下降了 17. 0
个百分点; 而 15 ～ 64 岁人口比重从 61. 5%升至
74. 5%，上升了 13. 0 个百分点。除此之外，计划生
育政策还促进了生育质量的提高，进一步推动中国出

现了人口质量红利 ( 贾俊雪等，2021［1］) 。这种人口
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红利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高速发

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
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偏向老龄化。2011—2021 年间，
中国 15～64 岁人口比重从 74. 5%降至 68. 3%，下降
了 6. 2个百分点; 而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 9. 1%升
至 14. 2%，上升了 5. 1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给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养老保障带来了巨大压力，引起政

府部门的普遍担忧 ( 蔡昉，2022［2］; 都阳和封永刚，
2021［3］)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逐渐放开了生育限
制，相继实施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和“全面
二孩”等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并未引起生
育率的明显提升 ( 卿石松等，2021［4］) 。因此，中国
进一步将生育政策方针调整为鼓励生育，推出了

“三孩”政策。
回顾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和人口发展历史，学界和

政府部门普遍关心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长期实行的

计划生育政策能否解释相继出现的人口红利和老龄化

现象? 第二，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背景下，中国放开

了生育限制，却未引起生育率提升，其背后的原因是

什么? 第三，近期中国生育政策方针转向鼓励生育，

这能否推动产生人口红利和缓解人口老龄化? 以上正

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以往生育政策的作用和效果，还对制定未

来的生育政策和预测人口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长期以来，生育政策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

在研究视角上，以往文献通常从限制生育、放松限制
和鼓励生育三个维度分别展开，并得出了许多有意义

的结论。例如，以往文献通常发现限制生育通过提高

生育成本降低了生育率; 此外，由于生育数量和质量

存在替代关系，限制生育还通过提升生育质量改善了

人口素质并促进了经济增长 ( 秦雪征等，2018［5］;
汪伟，2010［6］; Zhang，2017［7］; Croix 和 Matthias，
2003［8］) 。相反，放松限制和鼓励生育通常会提高生
育率，但对于是否抑制人口素质方面尚未达成共识

( 杨书越和陈稹，2023［9］; 于也雯和龚六堂，2021［10］;
Bjorklund，2006［11］; Bradshaw 和 Tokoro，2013［12］)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是否考虑了子女数量和质量之

间的替代性。若考虑了这一因素，会发现放松限制和
鼓励生育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时降低了人口素质 ( 杨书

越和陈稹，2023［9］) 。这些结论对于人们深化对生育政
策的认识和政府制定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帮助。然而，
目前对于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尚缺乏综合性研究，这

使得我们难以理解不同生育政策之间的相互关联，以

及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调整生育政策的内在逻辑。
在研究内容上，以往文献深入考察了生育政策对

生育数量和质量等的影响，但往往忽略了其对人口年

龄结构的作用。实际上，生育政策在短期和长期都可
能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影响。理论上，短期来看，限
制生育通过降低生育率，促使少儿人口比重减少和老

年人口比重增加; 相反，鼓励生育通过提高生育率，

促使少儿人口比重增加和老年人口比重减少 ( 王广

州，2019［13］) 。而长期来看，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对
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生育政

策将生育率维持在何种水平。若生育率维持在较低水
平，将导致经济体中少儿人口比重较低而老年人口比

重较高，人口将趋于老龄化且数量减少; 相反，若生

育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将导致经济体中少儿人口比重

较高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人口将趋于年轻化且数量

增加。当然，以上仅是简单的理论讨论，要确定生育
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在短期和长期产生何种影响，需

要以严谨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考虑到诸如生育、教育和消费等

家庭决策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系统性关联，关于生育

政策经济影响的研究通常采用理论模型结合数值模拟

的方法。目前，广泛用于分析家庭生育决策的理论模
型主要包括自利性模型、利他性模型和综合模型。自
利性模型认为父母生育和培养子女是为了在年老时能

够获得子女的照料和财富转移 ( Bernheim等，1985［14］)。
可见，这一模型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 “养儿防
老”思想相契合。刘永平和陆铭 ( 2008) ［15］、Ｒosati
( 1996) ［16］使用此模型研究了家庭生育决策问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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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模型则认为提高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可以直接提升

父母的效用水平，与子女是否回报父母无关

( Becker，1965［17］) 。可见，这一模型与中国传统文
化背景下的 “多子多福”和 “望子成龙”思想相契
合。郭凯明和龚六堂 ( 2012 ) ［18］、Galor 和 Zeira
( 1993) ［19］、Becker和 Lewis ( 1973) ［20］使用此模型研
究了家庭生育决策问题。相比之下，综合模型同时考
虑了父母生育和培养子女的利他性和自利性动机，能

够同时捕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 “养儿防老”“多子
多福”和“望子成龙”思想 ( Cox，1987［21］) 。由于
该模型刻画得更加全面，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但是

目前利用该模型分析中国生育对政策经济影响的文献

还较少 ( 袁扬舟，2021［22］; 郭凯明等，2011［23］;
Ehrlich和 Francis，1991［24］) 。
在对生育政策的刻画上，以往文献通常将限制生

育看作外生生育率的降低作用，将鼓励生育看作生育

补贴强度的提升作用 ( 于也雯和龚六堂，2021［10］;
郭凯明等，2015［25］) 。然而，这种描述并未完全涵盖
中国生育政策的全貌。实际上，中国采取的限制生育
措施是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的政策组合 ( 贾俊

雪等，2021［1］) 。而鼓励生育措施也是补贴门槛和补
贴强度的政策组合。其中，补贴门槛体现在目前中国
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 “一孩不补，二孩才补”的生
育补贴政策。除此之外，以往文献将放松生育限制看
作外生生育率的提升作用，也与实际观察到的现象不

符 ( 汪伟等，2016［26］) 。正如前文所述，放松生育限
制后并未出现生育率的提升。总结来看，以往文献基
于对生育政策的不完整描述而进行的理论分析，不仅

无法揭示限制生育措施中超生罚款和鼓励生育中补贴

门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可能得出误导性结论。因
此，需要对生育政策进行更加准确和细致的描述和刻

画，以获得更全面和准确的结论。
除此之外，以往文献通常将生育率下降归因于计

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无法回答为何在放松生育限制后

生育率未出现上升的问题。事实上，在计划生育政策
实施期间，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这些变

革也可能导致生育率下降。第一，养育成本提升。中
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投入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

如包括衣食、婚嫁和住房等方面。近些年来，生活成
本和房价的快速上涨推动了父母养育成本的增加，根

据成本－需求关系，进而降低了父母对生育数量的需
求 ( 贾志科等，2021［27］) 。第二，子女质量重视水平
提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

高，中国父母相对于 “多生”，越来越倾向于 “优
生” ( 杨华磊等，2019［28］) 。这种倾向也对生育率的
下降产生了影响。第三，公共教育投入水平提升。根
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从 1980 年的不足 3%上升到 2012 年的 4%
以上，并一直保持在 4%以上。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
有助于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根据子女数量和质

量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而导致生育率降低 ( 杨华磊

等，2020［29］) 。总结来看，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不仅仅
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还与经济社会变革密切

相关。然而，相关研究仅限于文字讨论，鲜有文献进
行系统的理论机制分析。
鉴于以往相关研究中还存在一定不足，本文基于

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生育政策特征，构建一个统一的

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现实参数，系统分析自主生

育、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
等的影响，以期为已有文献做有益补充和为中国公共

政策调整做一定参考。总结来看，相对于已有文献，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不同于以往文献侧重于对单一生育政策的研究，本文

综合研究了自主生育、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三种生育
政策的经济影响，有助于理解不同生育政策之间的相

互关联，以及中国在不同发展阶段调整生育政策的内

在逻辑。第二，不同于以往文献主要关注生育政策对
生育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本文还系统地分析了生育政

策对人口年龄结构的短期和长期作用，有利于把握生

育政策对抚养负担和增长潜力的作用，也有助于理解

中国相继出现的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现象。第三，在
模型设定上，本文充分考虑了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生

育政策特征。一方面，采用兼顾父母生育和培养子女
的自利性和利他性动机的综合模型，充分考虑了中国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和 “望
子成龙”思想，有助于理解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
作用机制。另一方面，对限制生育和鼓励生育政策进
行了更为细致而准确的刻画，与现实更加相符，也有

利于揭示不同生育政策维度的影响差异。第四，本文
从养育成本、子女质量重视水平和公共教育投入水平
提升的角度对生育率下降进行解释，有助于理解为何

生育政策放松后未出现生育率上升的现象。

二、理论模型

遵循贾俊雪等 ( 2021) ［1］、Fanti 和 Luca ( 2014) ［30］

的做法，本部分构建一个包含家庭、厂商和政府三部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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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来定性分析不同生育政策对

家庭生育决策和人口结构等的影响。
( 一) 家庭部门

家庭部门由一个代表性个体来刻画。① 该个体一
生经历幼年、成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
( t－1) 期、t期和 ( t+1) 期。在幼年阶段，代表性
个体通过接受教育来积累人力资本。在成年阶段，代
表性个体生育子女，并参加工作，赚取的劳动收入为

ωtht，其中 ωt 为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率，ht 为代表

性个体在幼年阶段积累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不同的生
育政策模式下，代表性个体在成年阶段面临着不同的

预算方程。
在自主生育模式下，代表性个体不会因生育率较

高而缴纳超生罚款或者获得生育补贴。其在成年阶段
的劳动收入主要用于五个方面: 第一，消费 ct 和储
蓄 st。第二，培养子女 ( et +φ) ωthtnt，其中 et 和 φ
分别为代表性个体对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率和养育投

入率，φ也被称为养育成本 ( 严成樑，2018［31］) 。第
三，赡养老人 εωtht，其中 ε 为代表性个体对父母的
财富转移率。第四，缴纳税收 τωtht，其中 τ 为政府
设定的税率。第五，缴纳社会养老金 κωtht，其中 κ
为养老金缴费率。根据中国现实政策，假设实行个人
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个人账

户缴费比例为 σ，统筹账户缴费比例为 ( 1－σ) ( 汪
伟和咸金坤，2020［32］) 。于是，代表性个体在成年阶
段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ct+st+( et+φ) ωthtnt+( ε+τ+κ) ωtht =ωtht ( 1)

在限制生育模式下，如果代表性个体的生育率超

过一定门槛，就需要向政府缴纳超生罚款。具体而
言，当代表性个体的生育率 nt 超过 n 时，需要缴纳
的超生罚款为 f( nt －n) ωtht。其中，n＞0 为超生罚款
门槛 ( 生育数量限定) ; f＞0 为超生罚款率，即每超
生一个孩子缴纳的超生罚款占劳动收入的比重。于
是，代表性个体在成年阶段的预算约束方程变为:

ct+st+( et+φ) ωthtnt+( ε+τ+κ) ωtht

+fmax( 0，nt－n) ωtht =ωtht ( 2)

在鼓励生育模式下，如果代表性个体的生育率超

过一定门槛，就将获得政府发放的生育补贴。具体而

言，当代表性个体的生育率 nt 超过 n̂ 时，获得的生
育补贴为 b( nt－n̂) ωtht ; 其中，n̂＞0为生育补贴门槛，
b＞0为生育补贴率。于是，代表性个体在成年阶段的
预算约束方程变为:

ct+st+( et+φ) ωthtnt+( ε+τ+κ) ωtht

=ωtht+bmax( 0，nt－n̂) ωtht ( 3)

当代表性个体处在成年阶段时，其子女处在幼年

阶段，将通过接受教育来积累人力资本。假设子女形
成的人力资本水平 ht+1由父母对每个子女的教育投入

etωtht、生均公共教育投入 xtωtht 和父母的人力资本

水平 ht 所决定; 其中，xt 为公共教育投入率，反映
了公共教育投入的强度。遵循郭凯明和颜色
( 2017) ［33］、Becker 等 ( 1990) ［34］的做法，将人力资
本生产函数形式化为:

ht+1 =A( etωtht )
π( xtωtht )

θht
1－π－θ ( 4)

其中，A为技术参数，π和 θ 分别为家庭教育投入和
公共教育投入的产出弹性。

在老年阶段，代表性个体退休。其收入来源于三
个方面: 一是成年阶段的储蓄 Ｒt+1 st，其中 Ｒt+1为利

息率。二是子女给予的赡养费 εωt+1ht+1nt。三是获得
的养老金，包含个人账户积累金额 Ｒt+1σκωtht 和统筹

账户分配金额 qt+1。在老年阶段获取子女的赡养费也
体现了父母生育和培养子女的自利性动机。代表性个
体将以上收入用于老年阶段的消费 dt+1。于是，代表
性个体在老年阶段的预算方程为:

dt+1 =Ｒt+1st+εωt+1ht+1nt+Ｒt+1σκωtht+qt+1 ( 5)

代表性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其效用水平由成年

阶段的消费 ct、老年阶段的消费 dt+1、子女的数量 nt

和质量 ht+1所决定。子女数量和质量进入效用函数也
体现了父母生育和培养子女的利他性动机。效用函
数为:

U( ct，dt+1，nt，ht+1) = logct+βlogdt+1+γlog( ntht+1
δ )

( 6)

其中，β、γ和 δ 分别为时间贴现因子、利他因子和
子女质量偏好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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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的模型框架中，假设处于同时期的同代个体具有同质性，因此只能给出平均意义上的政策效应。而异质性代理人模型通过引入不同维
度的异质性特征，能够研究外生变量在分布上的经济影响差异以及更好地对过渡态进行分析。感谢外审专家指出本文存在的局限性，这也为
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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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生产部门

生产部门由一个代表性企业来刻画。该企业通过
向家庭雇用人力资本 Ht 和租用物质资本 Kt 来生产最

终产品 Yt。生产函数为:

Yt =DKt
αHt

1－α ( 7)

其中，D为技术参数，α为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
代表性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利润函数为:

Pt =Yt－( ωtHt+ＲtKt ) ( 8)

( 三) 政府部门

假设政府在每一期保持预算平衡。在自主生育模
式下，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和统筹账户养老

金，而支出是用于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和发放养老金。
于是，政府部门的预算平衡方程为:

xtωthtNt+1+qtNt－1 =τωthtNt+( 1－σ) κωthtNt ( 9)

其中，Nt+1、Nt 和 Nt－1分别为 t 期的少儿、成年人和
老年人数量; 若 qtNt－1 －( 1－σ) κωthtNt ＜0，表明养老
金赤字; 若 qtNt－1 － ( 1－σ) κωthtNt ＞0，表明养老金
盈余; 若 qtNt－1 － ( 1 －σ) κωthtNt = 0，表明养老金平
衡。在基准条件下，假设养老金平衡，从而税收用于
公共教育支出，对应的税率被称为公共教育税率。
在限制生育模式下，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税

收、统筹账户养老金和超生罚款，而支出是用于提供
公共教育服务和发放养老金。于是，政府部门的预算
平衡方程变为:

xtωthtNt+1+qtNt－1 =τωthtNt+( 1－σ) κωthtNt

+fmax( 0，nt－n) ωthtNt ( 10)

在鼓励生育模式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税收和

统筹账户养老金，但支出除了用于提供公共教育服务

和发放养老金之外，还要发放生育补贴。于是，政府
部门的预防平衡方程变为:

xtωthtNt+1+qtNt－1+bmax( 0，nt－n̂) ωthtNt

=τωthtNt+( 1－σ) κωthtNt ( 11)

( 四) 要素市场出清条件及人口动态演化

要素市场出清指的是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同时出

清。劳动力市场出清要求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总需求
Ht 等于市场对人力资本的总供给 htNt，即:

Ht =htNt ( 12)

由于每一期间隔为一代人，假定资本在每一期完

全折旧 ( 汪伟，2016［26］) 。因此，市场对物质资本的
总供给等于上一代人的总储蓄，即 st－1Nt－1 +σκωt－1ht－1

Nt－1。而企业对物质资本的总需求为 Kt。于是，资本
市场出清要求:

Kt = st－1Nt－1+σκωt－1ht－1Nt－1 ( 13)

根据瓦尔拉斯定理，当要素市场出清时，产品市

场也会出清。
每代人口数量的变化取决于家庭生育率，满足:

Nt+1 =ntNt ( 14)

三、模型求解与分析

通过求解出不同生育政策模式下的家庭效用最大

化一阶条件、企业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并结合各部
门的预算约束条件和要素市场出清条件，可以得到家

庭生育率 nt、教育投入率 et 和人力资本增长率 gt 等

的动态均衡解①。
( 一) 自主生育模式下的理论分析

在自主生育模式下，生育成本、子女质量重视程
度和公共教育税率等外生变量的变动决定了各内生变

量的变动。对自主生育模式下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有助于理解如果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等内生

变量该如何变动。
1. 生育率。
通过求解可得，每一期的生育率为:

nt =
［1－ε－τ－( 1－σ) κ］［γζ( 1－δπ) +ξ( 1－π) ］

φ［αβ+ξ+ζ( 1+γ) ］
( 15)

其中，ζ=α+［ε+( 1－σ) κ］( 1－α) ，ξ= βε( 1－α) 。根据
式 ( 15) 易得: ∂nt /∂φ＜0，∂nt /∂δ＜0，∂nt /∂τ＜0。因
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 1: 在自主生育模式下，养育成本、子女质
量重视程度和公共教育税率提升都会导致生育率

下降。

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期间，中国经历了养育

成本、子女质量重视水平和公共教育投入水平的提
升，以上结论表明如果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

生育率也会出现下降。从作用路径来看，养育成本和
子女质量重视水平提升对生育率的影响相对直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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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文中未呈现均衡解的推导过程。若有需求，请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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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养育成本提升通过提高生育价格降低了生育率;

而子女质量重视水平提升意味着家庭更加注重子女质

量而不是数量，从而降低了生育率。公共教育税率提
升对生育率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路径: 第一，由

于子女数量和质量在满足父母自利和利他性需求上具

有替代性，公共教育税率提升通过提升子女的人力资

本水平降低了生育率。第二，公共教育税率提升通过
增加个体在成年阶段的税收负担降低了可支配收入，

进而降低了生育率。由于公共教育税率提升通过两条
路径都对生育率产生负向影响，因此降低了生育率。

2. 家庭教育投入率。
通过求解可得，每一期的家庭教育投入率为:

et =
πφ( δγζ+ξ)

γζ( 1－δπ) +ξ( 1－π)
( 16)

根据式 ( 16) 易得: ∂et /∂φ＞0，∂et /∂δ＞0，∂et /∂
τ= 0。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 2: 在自主生育模式下，养育成本和子女质

量重视程度提升都会促进家庭教育投入率提升，而公

共教育税率提升对家庭教育投入率的影响是中性的。
从作用路径来看，养育成本和子女质量重视程度

提升对家庭教育投入率的影响也相对直观。养育成本
提升通过降低生育率降低了家庭教育投入率的价格，

从而促进了家庭教育投入率的提升。子女质量重视
水平提升意味着家庭更加注重子女的质量，从而也

促进了家庭教育投入率的提升。公共教育税率提升
对家庭教育投入率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个路径:

第一，通过提升家庭教育投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边

际贡献率促进了家庭教育投入率的提升。第二，通
过增加个体在成年阶段的税收负担降低了可支配收

入，从而抑制了家庭教育投入率的提升。由于公共
教育税率对家庭教育投入率的正负作用相抵，因此

其影响是中性的。
3. 人力资本增长率。
通过求解可得，每一期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为:

gt =
ht+1

ht

=A etπ xt θ ωt
π+θ ( 17)

根据式 ( 17) 易得，家庭教育投入率、公共教
育投入率和工资率共同决定了人力资本增长率。将公

共教育投入率和生产要素价格方程代入式 ( 17) 可
得，在稳态，人力资本增长率满足:

g* 1+α
( π+θ)
1－α =Ae* π τ

n*( )
θ

D( 1－α)
αβ( e* +φ)

γζ+ξ[ ] α{ }
π+θ
1－α

( 18)

结合式 ( 15) 、( 16) 和 ( 18) 易得: ∂g* /∂φ＞0，
∂g* /∂δ＞0，∂g* /∂τ＞0。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 3: 在自主生育模式下，养育成本、子女质

量重视程度和公共教育税率提升都会促进人力资本增

长率提升。
从作用路径来看，养育成本、子女质量重视程度

和公共教育税率提升对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影响都相对

直观。养育成本和子女质量重视程度提升通过提高家
庭教育投入率，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率提升。作为人力
资本积累的重要投入要素，公共教育税率提升直接促

进人力资本增长率提升。
( 二) 限制生育模式下的理论分析

限制生育通常出现在生育率处于较高水平的情

形。不妨设在 t0 期 ( 初始时期) ，经济体各内生变量
处于自主生育模式下的稳态水平，初始生育率 n0 ＞
1①。在 t1 期，政府实施限制生育政策，设定的超生
罚款门槛 n≤n0

②。这一情形也与现实中计划生育政
策实施初期相对应。

1. 生育率。
通过求解可得，每一期的生育率为:

nt =max( n，n～ ) ( 19)

其中，n～ 满足:

n～ =
［1－ε－τ－( 1－σ) κ+f n］［γζ( 1－δπ) +ξ( 1－π) ］

( φ+f) ［αβ+ξ+ζ( 1+γ) ］
( 20)

式 ( 19) 的含义是: 若 n～≥n，则 nt = n～ ; 若 n～ ＜

n，则 nt = n。而根据式 ( 20) 易得，∂n～ /∂f＜0，∂
2n～ /

∂f2＞0。因此，在 n～ 给定的情况下，当 f较低时，n～ 较
高，此时 nt = n～ ; 当 f 较高时，n～ 较低，此时 nt = n;

当 f处在临界水平 ( 用 f
～
表示) 时，nt =n～ =n。

总结来看，当 f≤f
～
时，nt = n～，∂nt /∂f＜0，∂

2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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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代表性个体生育一个子女对应于现实中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这里的 n0 ＞1对应于现实中总和生育率大于 2。

若 n＞n0，则超生罚款失效，因此与自主生育模式的情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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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 当 f＞ f
～
时，nt = n，∂nt /∂ f = 0。① 因此，可得

到如下结论:

结论 4: 在限制生育模式下，当超生罚款门槛给
定且低于初始生育率时，随着超生罚款率的增加，生

育率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随着超生罚款率的增加而

增加。当超生罚款率增加到使得生育率下降到超生罚
款门槛水平时，超生罚款率增加也不会进一步降低生

育率，生育率将维持在超生罚款门槛水平。

根据式 ( 20) 可得，在临界条件下，f
～
和 n满足

以下关系:

( 1－ε－τ－κ+σκ)
n

=φ［αβ
+ξ+( 1+γ) ζ］+f

～
αβ+πξ+ζ( 1+δπγ)[ ]

γζ( 1－δπ) +ξ( 1－π)
( 21)

根据式 ( 21) 易得，∂f
～
/∂n＜0。这表明当将超生

罚款门槛 n设定在较高水平时，较低的超生罚款率 f
就能使得生育率降到超生罚款门槛水平，反之亦然。
从作用路径来看，当超生罚款率处于临界水平之

下时，超生罚款率升高从两个方面影响生育率。第
一，通过提升生育价格而降低生育率，被称为价格效

应。根据个体在成年阶段的预算方程 ( 1) ，生育价
格为 ( et+φ+f) ωtht。因此，超生罚款率升高直接提
升了生育价格。生育数量作为一种普通商品，价格的
提升将降低对其需求。第二，通过提升公共教育投入
强度提升了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降低生育率，

被称为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根据政府部门的预算平衡
方程 ( 10) ，在养老金收支平衡的条件下，超生罚款
率升高使得公共教育投入率上升。根据人力资本积累
方程 ( 4) ，公共教育投入率上升使得子女的人力资
本水平提升。由于子女数量－质量存在替代性，因
此，超生罚款率上升降低了生育率。由于超生罚款率
增加通过这两条路径对生育率都产生负向影响，因此

降低了生育率。上述分析对应于超生罚款率低于临界
水平的情形。当超生罚款率增加到临界水平之上时，
个体为了避免缴纳较高的超生罚款，将不愿选择超

生，此时生育率维持在超生罚款门槛水平。
2. 家庭教育投入率。
通过求解可得，每一期的家庭教育投入率为:

et =
π［φ+min( f，f

～
) ］( δγζ+ξ)

γζ( 1－δπ) +ξ( 1－π)
( 22)

结合式 ( 21) 和 ( 22) 易得: 当 f≤ f
～
时，∂et /

∂f＞0，∂et /∂n = 0; 当 f＞ f
～
时，∂et /∂ f = 0，∂et /∂n＜0。

因此，可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5: 在限制生育模式下，当超生罚款门槛给
定且低于初始生育率时，随着超生罚款率的增加，家

庭教育投入率不断提升。当超生罚款率增加到使得生
育率下降到超生罚款门槛水平时，超生罚款率增加也

不会进一步提升家庭教育投入率。此时，家庭教育投
入率由超生罚款门槛决定; 设定的超生罚款门槛水平

越低，家庭教育投入率越高。
从作用路径来看，当超生罚款率处于临界水平之

下时，超生罚款率增加从两个方面影响家庭教育投入

率。第一，通过降低家庭教育投入率的价格而提升家
庭教育投入率，称为价格效应。根据个体在成年阶段
的预算方程 ( 1) ，家庭教育投入率的价格为 ωthtnt，

因此超生罚款率升高通过降低生育率降低了家庭教育

投入率的价格。家庭教育投入率作为一种普通商品，
价格的降低将提升对其需求。第二，通过提升公共教
育投入强度提升了单位家庭教育投入的子女人力资本

产出，从而促进家庭教育投入率的提升，被称为人力

资本积累效应。总的来看，由于超生罚款率对家庭教
育投入率的正向影响占主导地位，因此提升了家庭教

育投入率。当超生罚款率增加到临界水平之上时，个
体不再超生，此时家庭教育投入率由超生罚款门槛决

定。设置较低的超生罚款门槛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投
入率的价格，从而提升家庭教育投入率。

3. 人力资本增长率。
通过求解可得，在稳态，人力资本增长率满足:

g* 1+α
( π+θ)
1－α =A e* π τ+min( f，f

～
) ( n* －n)

n*[ ]
θ

D( 1－α)
αβ［e* +φ+min( f，f

～
) ］

γζ+ξ{ } α π+θ
1－α

( 23)

结合式 ( 21) 、( 22) 和 ( 23) 易得: 当 f≤f
～
时，

∂g* /∂f＞0; 当 f＞f
～
时，∂g* /∂f = 0，∂g* /∂n＜0。因此，

可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6: 在限制生育模式下，当超生罚款门槛给
定且低于初始生育率时，随着超生罚款率的增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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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f～ 情形，也有一些学者将计划生育政策视为与外生生育率下降的作用相一致。因此，此类研究可以被视为本模型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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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本增长率不断提升。当超生罚款率增加到使得生
育率下降到超生罚款门槛水平时，超生罚款率增加也

不会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增长率。此时，人力资本增
长率由超生罚款门槛决定; 设定的超生罚款门槛水平

越低，人力资本增长率越高。
以上结论表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

进产生人口质量红利。从作用路径来看，由式 ( 23)
易得，当超生罚款率处于临界水平之下时，超生罚款

率增加通过提升家庭教育投入率和工资率以及降低生

育率提升了人力资本增长率。其中，降低生育率对人
力资本增长率的提升作用表现在促进了生均公共教育

经费的提升。当超生罚款率增加到临界水平之上时，
个体不再超生，此时人力资本增长率由超生罚款门槛

决定。设置较低的超生罚款门槛有利于提升家庭教育
投入率、工资率和公共教育投入率，从而提升人力资
本增长率。

4. 人口年龄结构。
通过求解可得，每一期的少儿、成年和老年人口

比重分别为:

v_childt =
nt

nt+1+1 /nt－1
( 24)

v_adultt =
1

nt+1+1 /nt－1
( 25)

v_oldt =
1 /nt－1

nt+1+1 /nt－1
( 26)

从式 ( 24) ～式 ( 26) 易于发现，生育率的变动
决定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在稳态，人口年龄结构
可能出现三种形态。当 n* ＜1 时，v_child* ＜v_adult*

＜v_old* 。这表明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型
( 人口处于老龄化期) 。当 n* = 1 时，v _ child* =
v_adult* = v_old* 。这表明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柱
型 ( 人口处于均衡发展期) 。当 n* ＞1 时，v_child* ＞
v_adult* ＞v_adult* 。这表明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金
字塔型 ( 人口处于快速增长期) 。
限制生育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在短期和长期都可

能产生影响。考虑在 t0 期，经济处于生育率较高的
稳态水平 ( n0＞1) 。根据情形 3，此时人口年龄结构
呈现金字塔型。在 t1 期，政府实施了限制生育政策，
导致 n1 下降，但是不对 n0 产生影响。n1 下降到何种

水平决定了 t1 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何种形态。当
n1＜1时，v_child1 ＜v_adult1，v_old1 ＜v_adult1。这表明
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橄榄型 ( 人口处于数量红利

期) 。当 n1 = 1时，v_child1 = v_adult1 ＞v_old1。这表明
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凸型。由于少儿人口比重相对
较低，此时人口也处于数量红利期。当 n1 ＞ 1 时，
v_child1＞v_adult1 ＞v_old1。这表明此时人口年龄结构
仍呈现金字塔型。在 t2 期，人口趋近于新的稳态水
平。稳态的生育率水平决定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态。
根据情形 1～情形 3，当 n* ＜1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
倒金字塔型; 当 n* = 1 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柱型;
当 n* ＞1时，人口年龄结构仍然呈现金字塔型。综上
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7: 当初始生育率处于较高水平 ( n0 ＞ 1 )
时，将生育率限制在较低水平 ( n＜1) 的限制生育政
策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再转

变为倒金字塔型; 相应地，人口将从快速增长期进入

数量红利期再进入老龄化期。若将生育率限制在更替
水平 ( n= 1) ，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
为凸型再转变为柱型; 相应地，人口将从快速增长期

进入数量红利期再进入均衡发展期。若将生育率限制
在较高水平 ( n ＞ 1 ) ，则不会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
形态。
由于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中国的生育率在短

期内下降到较低水平，以上结论表明本文从计划生育

政策实施的视角解释了中国相继出现的人口数量红利

和老龄化现象。
( 三) 鼓励生育模式下的理论分析

鼓励生育通常出现在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的情

形。不妨设在 t0 期，经济体各内生变量处于自主生
育模式下的稳态水平，初始生育率 n0 ＜ 1。在 t1 期，
政府实施鼓励生育政策，设定的生育补贴门槛 n̂可能
低于或高于 n0。

1. 生育率。
首先来看 n̂≤n0 的情形。这与部分发达国家实行

的“一孩即补”的生育补贴政策相一致。通过求解
可得，每一期的生育率为:

nt =
［1－ε－τ－( 1－σ) κ－bn̂］［γζ( 1－δπ) +ξ( 1－π) ］

( φ－b) ［αβ+ξ+ζ( 1+γ) ］
( 27)

根据式 ( 27) 易得: ∂nt /∂b＞0，∂
2nt /∂b

2 ＞0。这
表明在这一情形下，生育补贴率对生育率产生正向影

响，且影响程度随着生育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
然后来看 n̂＞n0 的情形。这与中国部分地区实行

的“一孩不补，二孩才补”的生育补贴政策相一致。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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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求解可得，每一期的生育率为:

nt =

［1－ε－τ－( 1－σ) κ］［γζ( 1－δπ) +ξ( 1－π) ］
φ［αβ+ξ+ζ( 1+γ) ］

，

若 b＜b
～

［1－ε－τ－( 1－σ) κ－bn̂］［γζ( 1－δπ) +ξ( 1－π) ］
( φ－b) ［αβ+ξ+ζ( 1+γ) ］

，

若 b≥b
～















( 28)

其中，b
～
为刚好使生育率达到生育补贴门槛水平的生

育补贴率。根据式 ( 28) 易得，当 b＜b
～
时，∂nt /∂b =

0; 当 b≥b
～
时，∂nt /∂b＞0，∂

2nt /∂b
2 ＞0。这表明在这

一情形下，鼓励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在生育补贴门槛给定的情况下，当生育补贴率较低，

即 b＜b
～
时，生育补贴率提升不能够促进生育率提升。

只有生育补贴率超过一定门槛，即 b≥b
～
时，生育补

贴率提升才能促进生育率提升，且促进作用随着生育

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综合两种情形的分析结果，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 8: 在鼓励生育模式下，当生育补贴门槛给
定且不高于初始生育率时，生育补贴率对生育率产生

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随着生育补贴率的增加而增

加。当生育补贴门槛高于初始生育率时，只有当生育
补贴率超过一定门槛时才能刺激生育。一旦超过该门
槛，生育补贴率对生育率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影响程

度随着生育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①。

令 nt = n̂，可以求出 b
～
和 n̂满足以下关系:

1－ε－τ－( 1－σ) κ
n̂

=φ［αβ
+ξ+( 1+γ) ζ］－b

～
［αβ+πξ+ζ( 1+δπγ) ］

γζ( 1－δπ) +ξ( 1－π)
( 29)

根据式 ( 29) 易得，∂b
～
/∂n̂＞0。这表明当将生育

补贴门槛设定在较高水平时，需要设定较高的生育补

贴率才能使生育率提升至生育补贴门槛水平，反之

亦然。
2. 家庭教育投入率。
首先来看 n̂≤n0 的情形。通过求解可得，每一期

的家庭教育投入率为:

et =
π( φ－b) ( δγζ+ξ)

γζ( 1－δπ) +ξ( 1－π)
( 30)

根据式 ( 30) 易得，∂et /∂b＜0。这表明在这一情
形下，生育补贴率对家庭教育投入率产生负向影响。
然后来看 n̂＞n0 的情形。通过求解可得，每一期

的家庭教育投入率为:

et =

πφ( δγζ+ξ)
γζ( 1－δπ) +ξ( 1－π)

，若 b＜b
～

π( φ－b) ( δγζ+ξ)
γζ( 1－δπ) +ξ( 1－π)

，若 b≥b
～










( 31)

根据式 ( 31) 易得，当 b＜b
～
时，∂et /∂b = 0; 当

b≥b
～
时，∂et /∂b＜0。这表明在这一情形下，生育补贴

率只有超过一定门槛才会降低家庭教育投入率。综合
两种情形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 9: 在鼓励生育模式下，当生育补贴门槛给
定且不高于初始生育率时，生育补贴率对家庭教育投

入率产生负向影响。当生育补贴门槛高于初始生育率
时，生育补贴率只有超过一定门槛才会对家庭教育投

入率产生负向影响。
3. 人力资本增长率。
首先来看 n̂≤n0 的情形。通过求解可得，在稳

态，人力资本增长率满足:

g* 1+α
( π+θ)
1－α =A e* π τ－b( n* －n̂)

n*[ ]
θ

D( 1－α)
αβ( e* +φ－b)

γζ+ξ[ ] α{ }
π+θ
1－α

( 32)

结合式 ( 30) 和式 ( 32) 易得，∂g* /∂b＜0。这
表明在这一情形下，生育补贴率对人力资本增长率产

生负向影响。
然后来看 n̂＞n0 的情形。通过求解可得，在稳态，

人力资本增长率满足:

g* 1+α
(π+θ)
1－α =

A e* π τ
n*( )

θ

D( 1－α)
αβ( e* +φ)

γζ+ξ[ ] α{ }
π+θ
1－α

，若 b＜b
～

Ae* π τ－b( n* －̂n)
n*[ ]

θ

D( 1－α)
αβ( e* +φ－b)

γζ+ξ[ ] α{ }
π+θ
1－α

，若 b≥b
～











( 33)

结合式 ( 31 ) 和式 ( 33 ) 易得，当 b ＜ b
～
时，

∂g* /∂b = 0; 当 b≥b
～
时，∂g* /∂b＜0。这表明在这一

情形下，生育补贴率只有超过一定门槛才会降低人力

011
① 由于鼓励生育政策对各内生变量的作用路径与限制生育政策类似，这里就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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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增长率。综合两种情形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结论 10: 在鼓励生育模式下，当生育补贴门槛
给定且不高于初始生育率时，生育补贴率对人力资本

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当生育补贴门槛高于初始生育
率时，生育补贴率只有超过一定门槛才会对人力资本

增长率产生负向影响。
4. 人口年龄结构。
由式 ( 24) ～式 ( 26) 可知，鼓励生育政策通过

作用于生育率影响人口年龄结构。若 n̂≥n0 且 b＜b
～

时，鼓励生育不对生育率从而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影

响。若 n̂＜n0，或者 n̂≥n0 且 b≥b
～
时，鼓励生育促进

了生育率的提升。此时，将生育率提升至何种水平决
定了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变化。
考虑在 t0 期，经济处于生育率较低的稳态水平

( n0＜1) 。根据前文的情形 1，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
倒金字塔型。在 t1 期，政府实施了鼓励生育政策，
导致 n1 上升，但是不对 n0 产生影响。n1 上升到何种

水平决定了 t1 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何种形态。当
n1＞1时，v_child1 ＞v_adult1，v_old1 ＞v_adult1。这表明
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沙漏型 ( 人口处于抚养负担

重期) 。当 n1 = 1时，v_child1 = v_adult1 ＜v_old1。这表
明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 T 型。由于少儿人口比重
相对较高，此时人口也处于抚养负担重期。当 n1 ＜1
时，v_child1 ＜v_adult1 ＜v_old1。这表明此时人口年龄
结构仍呈现倒金字塔型。在 t2 期，人口趋近于新的
稳态水平。稳态的生育率水平决定了人口年龄结构的
形态。根据前文的情形 1～情形 3，当 n* ＞1时，人口
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型; 当 n* = 1时，人口年龄结构
呈现柱型; 当 n* ＜1时，人口年龄结构仍然呈现倒金
字塔型。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 11: 当初始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 ( n0 ＜ 1)

时，将生育率提升至较高水平 ( n＞1) 的鼓励生育政
策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从倒金字塔型转变为沙漏型再

转变为金字塔型; 相应地，人口将从老龄化期进入抚

养负担重期再进入快速增长期。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
水平 ( n=1) ，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从倒金字塔型转变
为 T型再转变为柱型; 相应地，人口将从老龄化期进
入抚养负担重期再进入均衡发展期。将生育率提升至
较低水平 ( n＜1) ，则不会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形态。
以上结论表明若当前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以使生育

率提升至更替水平，则短期内会增加社会抚养负担，

但从长期来看，这将有助于减轻社会抚养负担和促进

人口均衡发展。
( 四) 如何同时提升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

前文分析表明，在一定条件下 ( n̂＜n0，或者 n̂≥

n0 且 b≥b
～
时) ，鼓励生育政策可以提高生育率，但会

降低人力资本增长率; 而增加公共教育税率可以提高

人力资本增长率，但会降低生育率。那么是否可以通
过同步实施鼓励生育和增强公共教育投入政策来实现

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同时提升呢? 不妨设在满足

n̂＜n0，或者 n̂≥n0 且 b≥b
～
的条件下，当生育补贴率增

加 1个百分点时，同时增加 m个百分点的公共教育税
率，可以实现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同时提升。
首先来看，满足生育率提升的条件。这要求生育

补贴率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公共教育税率对生

育率的抑制作用，即∂n* /∂b＞－m·∂n* /∂τ。因此，m
需满足:

m＜－∂
n* /∂b
∂n* /∂τ

( 34)

根据式 ( 27) 和式 ( 28) 易得，∂n* /∂b＞ 0; ∂
n* /∂τ＜0。因此，式 ( 34) 表明，当生育补贴率增加
1个百分点时，公共教育税率只有增加低于某一上限
才能实现生育率的提升。
然后来看，满足人力资本增长率提升的条件。这

要求生育补贴率对人力资本增长率的抑制作用要弱于

公共教育税率对人力资本增长率的促进作用，即
－∂g* /∂b＜m·∂g* /∂τ。因此，m需满足:

m＞－∂
g* /∂b
∂g* /∂τ

( 35)

根据式 ( 32) 和式 ( 33) 易得，∂g* /∂b＜ 0; ∂
g* /∂τ＞0。因此，式 ( 35) 表明，当生育补贴率增加
1个百分点时，公共教育税率只有增加高于某一下限
才能实现人力资本增长率的提升。而且这一下限随着
生育补贴率和公共教育税率的增加而提升。
总的来看，当式 ( 34) 和式 ( 35) 的条件同时

满足时，可以实现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同时提

升。那么在中国当前的现实背景下，以上条件是否满
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在后文进一步结合参数校

准结果，通过数值模拟进行分析。

四、数值模拟

( 一) 参数校准

考虑到中国在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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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不同生育政策模式下的基准水平对应于不同时

期。具体来说，限制生育模式下的基准水平对应于
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的一段时间; 自主生
育模式下的基准水平也对应于此时期，以捕捉如果没

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其他经济社会变革的经济影

响; 鼓励生育模式下的基准水平对应于 2021 年 “三
孩”政策实施之前的一段时间。
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和中国实际参数对理论模型中

的参数进行设定。与多数研究一致，取每一期为 30
年。关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 α，发达国家的一般为
1/3，发展中国家一般为 0. 5 ( Fanti 和 Gori，2011［35］)。
张军 ( 2002) ［36］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约为 0. 5。随着中国物质资
本存量的不断增加，该值逐渐下降 ( 汪伟和咸金坤，

2020) ［32］。基于此，取限制和自主生育模式下的 α值
为 0. 5，鼓励生育模式下的为 0. 4。关于家庭养育投
入率 φ，随着生活成本和房价的快速上涨，其值也随
之增加。樊林峰 ( 2023) ［37］估计显示，我国养育一个
子女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重由 1995年的 0. 06 上升到
2018年的 0. 12。基于此，取限制和自主生育模式下
的 φ 值为 0. 06，鼓励生育模式下的为 0. 12。关于代
际转移率 ε，通常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提升
而下降。这也与一些学者发现的中国农村代际转移率
要高于城镇相一致 ( 孙鹃娟，2017［38］) 。郭志刚和陈
功 ( 1998) ［39］发现 1992 年子女对老年人的财富转移
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重约为 0. 23，郝春虹等
( 2021) ［40］发现 2018 年该值约为 0. 06。基于此，取
限制和自主生育模式下的 ε 值为 0. 23，鼓励生育模
式的为 0. 06。家庭教育投入、公共教育投入和人力
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π、θ 和 ( 1－π－θ) 。人力资
本代际传递决定了代际收入弹性，根据杨沫和王岩

( 2020) ［41］的研究，中国 1989—2015年间的代际收入
弹性从 0. 29下降到 0. 27，取限制和自主生育模式下
的 ( 1－π－θ) 值为 0. 29，鼓励生育模式下的为 0. 27。

此外，借鉴郭庆旺和贾俊雪 ( 2009) ［42］的做法，本文
取 θ为 π的 2倍。于是，本文取限制和自主生育模式
下的 π和 θ值分别为 0. 237 和 0. 474，鼓励生育模式
的分别为 0. 243 和 0. 486。对于公共教育税率 τ，基
于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从 1980 年约 3%
上升到 2012年及以后的约 4%，取限制和自主生育模
式下的 τ值为 0. 03，鼓励生育模式的为 0. 04。关于
时间贴现因子 β，鲜有文献进行实证估计。本文根据
刘永平和陆铭 ( 2008) ［15］、汪伟 ( 2016) ［26］的做法，
取每一年的折现率为 0. 01，从而 β = 0. 9930 = 0. 74。
对于养老保险缴费率 κ和个人账户缴费比例 σ，基于
我国法律规定的工资收入的 20%纳入统筹账户，8%
纳入个人账户，取 κ= 0. 28，σ= 0. 29。
对于利他因子 γ、子女质量偏好因子 δ、人力资

本和物质资本生产的技术参数 A和 D，由于缺乏现实
数据，本文通过数值拟合得到。首先，确定基准条件
下的储蓄率 s* 、生育率 n* 和经济增长率 g* 取值。基
于 1975—1978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约为 12%，总和
生育率约为 2. 7 ( 世界银行的 《世界发展指标》 ) ，
人均 GDP 增长率约为 4% ( 《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
汇编》 ) ，取限制和自主生育模式下的 s* = 0. 12，
n* = 2. 7 /2 = 1. 35，g* = 1. 0430 = 3. 243 4。基于疫情
前几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约为 27%，总和生育率约
为 1. 3 ( “七普” ) ，人均 GDP 增长率约为 6% ( 《中
国统计年鉴》 ) ，取鼓励生育模式下的 s* = 0. 27，
n* = 1. 3 /2= 0. 65，g* = 1. 06^30 = 5. 743 5。然后，调
整限制和自主生育模式下的 γ = 1. 97，δ = 3. 26，A =
D= 19. 95，鼓励生育模式下的 γ = 2. 52，δ = 3. 42，
A=D= 12. 94，使基准条件得以满足。鼓励生育模式下
的 δ值高于限制和自主生育模式下的值，也与现实中
中国父母相对于子女数量，日益重视子女质量相符合。
所有的参数设定结果如表 1 所示。为了便于理解，在
以下模拟结果中呈现的生育率为总和生育率 ( 2n* ) ，

经济增长率为一年的经济增长率 ( g* ( 1 /30) －1) 。

表 1 参数校准结果

参数 α ε φ β κ σ γ π θ τ δ A /D

自主 /限制生育模式 0. 5 0. 23 0. 06 0. 74 0. 28 0. 29 1. 97 0. 237 0. 474 0. 03 3. 26 19. 95

鼓励生育模式 0. 4 0. 06 0. 12 0. 74 0. 28 0. 29 2. 52 0. 243 0. 486 0. 04 3. 42 12. 94

( 二) 自主生育模式下的模拟分析

现实证据表明，在计划生育实施期间，中国经历

了养育成本、子女质量重视程度以及公共教育投入强
度的提升。图 1的模拟结果显示，这些变化都对生育

率产生了抑制作用。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具有非线性影
响，表现在随着养育成本的升高，生育率下降的幅度

逐渐减弱; 而子女质量偏好水平和公共教育税率对生

育率具有线性影响。定量来看，养育成本从 6%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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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9%，生育率下降了 0. 9，而养育成本从 9%提升到
12%，生育率下降了 0. 45; 子女质量偏好水平提升
0. 1，生育率下降 0. 2; 公共教育税率提升 1 个百分

点，生育率下降 0. 05。可见，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具
有较大的负向影响，而公共教育税率对生育率的负向

影响较小。

图 1 养育成本、子女质量重视程度和公共教育税率对生育率的影响

( 三) 限制生育模式下的模拟分析

限制生育政策由超生罚款门槛 n 和超生罚款率 f
来刻画。图 2A～图 2C 显示，该政策对生育率、家庭
教育投入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影响具有临界效应。
临界条件满足: 设定的超生罚款率 f刚好使得生育率
维持在超生罚款门槛 n水平。易于发现，当将超生罚
款门槛 n设定在较高水平时，较低的超生罚款率 f 就
能使得生育率维持在超生罚款门槛水平，反之亦然。
在超生罚款门槛给定且超生罚款率低于临界条件时，

随着超生罚款率的增加，生育率逐渐下降，而家庭教

育投入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逐渐上升。正如前文指出
的，这主要是因为超生罚款率升高增加了生育价格，

从而抑制家庭对子女数量的投入而增加对子女质量的

投入。这也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 贾俊雪
等，2021［1］; 秦雪征等，2018［5］) 。在超生罚款率高
于临界条件时，超生罚款率增加不再影响生育率、家
庭教育投入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此时，这些变量由
超生罚款门槛所决定; 超生罚款门槛越低，则生育率

越低，而家庭教育投入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越高。具
体到中国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超生罚款门槛 2n =
1. 4，超生罚款率 f = 6% ( 贾俊雪等，2021［1］) 。结
合图 2A～图 2C 的模拟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使
得生育率下降了 1. 25，家庭教育投入率和人力资本
增长率分别提升了 8. 61 和 2. 00 个百分点。可见，
计划生育政策大幅降低了生育数量和提升了生育

质量。

图 2 限制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也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影响，如表

2所示。在第 0 期 (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 ，经济
体处于高生育率水平，导致少儿人口比重较高，而老

年人口比重较低，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型。在第

1期 (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当期) ，生育率大幅下降引
起少儿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和成年人口比重大幅上升。
尽管老年人口比重有所上升，但是老年抚养比并未变

化①。此时，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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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型，人口处于数量红利期。此外，由于计划生育
政策也提高了人力资本增长率，人口同时也处于质量

红利期。在第 2 期 (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一定时间
后) ，人口趋于新的稳态水平。长期的低生育导致少
儿人口比重较低，而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人口年龄结

构呈现倒金字塔型，即进入老龄化期。以上发现表
明，本文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视角解释了中国相继

出现的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现象。

表 2 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期数 第 0期 第 1期 第 2期 第 3期

老年人口比重 23. 97 30. 04 44. 41 44. 32

成年人口比重 32. 35 40. 56 32. 18 32. 23

少儿人口比重 43. 68 29. 39 23. 41 23. 45

( 四) 鼓励生育模式下的模拟分析

鼓励生育政策由生育补贴门槛 n̂ 和生育补贴率 b
来刻画。图 3A～图 3C 显示，该政策对生育率、家庭
教育投入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门槛条件满足: 设定的生育补贴率 b刚好使得生育率
提升至生育补贴门槛 n̂水平。易于发现，当将生育补
贴门槛 n̂设定在较高水平时，需要设定较高的生育补
贴率 b才能使生育率提升至生育补贴门槛水平，反之
亦然。在生育补贴门槛 n̂给定且生育补贴率 b低于门
槛水平时，生育补贴率小幅增加不会影响生育率、家
庭教育投入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只有当生育补贴率
b增加到门槛水平时，随着生育补贴率的进一步增
加，生育率逐渐上升，而家庭教育投入率和人力资本

增长率逐渐下降。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主要是因为生
育补贴率升高降低了生育价格，从而促进家庭对子女

数量的投入而抑制对子女质量的投入。这也与其他学
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 杨书越和陈稹，2023［9］; 刘
永平和陆铭 ( 2008) ［15］) 。定量来看，为了将生育率
提升至更替水平，生育补贴门槛 2n̂ 至多设为 2，对
应的生育补贴率 b 至少设为 4. 2%。可见，为了提升
生育率，需要大幅度提高生育补贴率。

图 3 鼓励生育政策的经济影响

鼓励生育政策也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影响。表 3
汇报了鼓励生育政策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时对人

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在第 0 期 ( 鼓励生育政策实施
之前) ，经济体处于低生育率水平，导致少儿人口比

重较低，而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倒

金字塔型，人口处于老龄化期。在第 1 期 ( 鼓励生
育政策实施当期) ，生育率上升引起少儿人口比重上

升和成年人口比重下降。尽管老年人口比重有所下
降，但是老年抚养比并未变化。此时，人口年龄结构
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沙漏型。此时人口抚养负
担相对较重。在第 2 期 ( 鼓励生育政策实施一定时
间后) ，人口趋于新的稳态水平。维持在更替水平的
生育率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柱型，即进入均衡发展

期。以上发现表明，鼓励生育在短期会增加人口抚养
负担，但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

和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

表 3 鼓励生育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期数 第 0期 第 1期 第 2期 第 3期

老年人口比重 48. 25 43. 45 33. 28 33. 33

成年人口比重 31. 36 28. 24 33. 36 33. 33

少儿人口比重 20. 39 28. 31 33. 36 33. 33

( 五) 如何同时提升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

图 4A～图 4C 显示，在中国当前的现实背景下，
当生育补贴率和公共教育税率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

同时提高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具体来说，图
4A显示，只要保持较高的生育补贴率，即使公共教
育税率大幅增加，仍然可以推动生育率大幅提升。定
量来看，当生育补贴率提高 5个百分点时，即使公共
教育税率同时提高 8个百分点，生育率仍能达到更替
水平。而图 4B～图 4C显示，在实行较高的生育补贴
率时，必须同时实行较高的公共教育税率，才能确保

家庭教育投入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的提高。定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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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当生育补贴率提高 2个百分点时，公共教育税率
必须增加超过 2. 56 个百分点才能促进人力资本增长
率提升; 而当生育补贴率提高 4个百分点时，公共教
育税率必须增加超过 7. 04 个百分点才能促进人力资
本增长率提升。总而言之，通过合理调整生育补贴率

和公共教育税率，可以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下实现

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的双重提升。具体而言，保
持较高的生育补贴率可以推动生育率大幅提升。而为
了同时提升人力资本增长率，就需要大幅增加公共教

育税率。

图 4 鼓励生育与增加公共教育投入政策组合的经济影响

注: 图中呈现了 n̂＜n0，或者 n̂≥n0 且 b≥b～ ( 即生育补贴生效) 的情形。

五、结论与政策讨论

明确不同生育政策对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的影

响，对于改进中国的生育政策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的

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和生育政策特征构建一个动态

一般均衡的 OLG 模型，并结合中国现实参数，系统
分析了自主生育、限制 ( 计划) 生育和鼓励生育政
策对人口年龄结构和素质等的影响。研究发现: 第
一，以生育数量限定和超生罚款率刻画的计划生育政

策显著降低了生育率，提升了家庭教育投入率和人力

资本增长率。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人口年龄
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再转变为倒金字塔型，

因此这也解释了中国近代人口从快速增长期进入红利

期再进入老龄化期的变动。第二，在计划生育政策实
施期间，中国经历的养育成本、子女质量重视程度以
及公共教育投入强度提高也对生育率产生了抑制作

用。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放松计
划生育政策之后，生育率没有出现明显的提升。第
三，以生育补贴门槛和生育补贴率刻画的鼓励生育政

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提升生育率，但是会降低人力资

本增长率。而通过与公共教育政策的协调实施，可以
在提高生育率的同时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率的提升。在
中国当前的现实背景下，若将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

平，中国人口将从老龄化期进入抚养负担重期再进入

均衡发展期。
以上结论不仅有助于理解不同生育政策的经济影

响，还具有明确的政策启示。首先，公共政策是一把
“双刃剑”，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目标及其可能带来的
“副作用”。计划生育政策在短期内显著降低了生育
率，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推动中国迎来人口红

利期。但从长期来看，它也导致了人口老龄化的趋
势。鼓励生育政策从长远角度来看，有助于实现中国
人口的均衡发展，但在短期内增加了人口抚养负担并

抑制了人力资本的增长。通过协调增加公共教育投
入，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但也会增加居民的税

收负担。因此，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部门必须充
分权衡不同时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得失，以实现

经济社会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其次，应采取
措施来平衡生育政策引起的代际养育负担不平等问

题，以促进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当前年轻一代面临
着较高的老年抚养负担; 若鼓励生育，将增加他们的

少儿抚养负担。相反，当前年轻一代的父母由于有更
多的兄弟姐妹，面临较低的老年抚养负担; 而计划生

育政策降低了生育率，使他们面临较低的少儿养育负

担。基于此，政府部门应采取措施来解决代际抚养负
担的不平等问题，以确保公平和社会稳定。幸运的
是，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来缓解代际养育负担不

平等问题。例如，在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推动降低了职工养
老保险的缴费率，以减轻老年养育负担。2021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
计划，以减轻育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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